
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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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数字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推动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调整,有助于实现产业体系的

健全、产业分工的合理化和产业布局优化。 建立产业空间重构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与扩

散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三个内涵,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 发现:数字经济

发展造成当地产业转出,降低产业集聚程度,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不
同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作用不同,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空间重构存在城市级别

的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揭示,交易成本是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产业转

移影响的行业异质性一定程度上带来产业结构升级。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空间格局影响作用日渐突出背

景下,上述结论可为国家以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空间重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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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全球的经济版图,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总

量已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２ 万亿元飙升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５３.
９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２０２４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达 １０％。 根据以往研究(柏
培文和张云, ２０２１;[１] Ｚｈｏｕ 等, ２０２５;[２] 陈阳芳,
２０２５;[３]蔡昌和庞思诚,２０２５[４] ),数字经济是指以

数字化技术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推动传统产业和经济模式

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的经济形态。 它

改变了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等经济活动的方

式,促进了经济的创新、升级和增长。 随着数字经

济的蓬勃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已经

改变了当前的生产函数,数据的可复制性及低成

本特征使其得以广泛运用,同时它的非竞争性、即
时性等特点使得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要素间的

协同性得到增强。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创造了新的动力源泉,从各个环节促进产业变

革,引领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形式的转变,为未来

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产业空间重构是因资源配置、生产费用与市

场需求等要素的改变导致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变

迁,这一过程常常依赖于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进步

等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 (罗奎等,
２０２０) [５],本文将产业空间重构的内涵分为产业转

移、产业集聚与扩散、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这三

个内涵共同构成了产业空间重构的不同维度,涵
盖了产业在地理空间内的变迁、发展和优化过程。
产业转移反映了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动态变化;



产业集聚与扩散展现了产业区位动态变化在空间

上形成集聚或扩散的结果;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

级则强调了产业空间重构的空间绩效,是产业布

局优化的结果。 这三个内涵代表了产业空间重构

的不同维度,共同衡量了产业空间重构。
近年来,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和驱

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

的快速进步以及在实体经济中的广泛运用催生了

以数字化为目标的工业革命。 制造业的数字化改

造趋势日益显著,受到数字经济的推动,政府、企
业等多元主体通过投资、设厂、信息共享、技术交

流、跨区域贸易等手段调整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
以推动产业体系的健全、产业分工的合理化和产

业布局优化。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通用技术,首先

通过改变要素成本结构驱动企业的区位选择,引
致产业转移;这种大规模的微观转移在宏观空间

上累积,必然导致产业集聚或扩散态势的改变;而
上述空间配置的最终经济学意义,则体现为产业

结构优化与升级。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产业经济

活动影响作用愈发凸显的背景下,结合数字经济

的发展特征,探讨了产业空间重构在数字经济背

景下的新变化和演进趋势,不仅丰富了产业空间

重构的理论内涵,也为理解数字时代下产业空间

布局和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理论框架创

新。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单一视角出发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

响,从产业空间重构的内涵与理论基础出发,将产

业转移、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同一个理

论分析框架,系统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

重构的理论机制。 第二,内在机制拓展。 进一步

考虑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从
数字经济影响交易成本出发,证实了数字经济通

过交易成本作用于产业转移,并使得产业集聚程

度下降;从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异质性角度出

发,进一步说明了数字经济可能通过产业转移带

来的产业结构升级。
一、文献综述

目前数字经济与产业空间重构有关研究包括

两大研究方向。 第一类研究方向为研究数字经济

对 产 业 转 移 的 影 响 (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 [７]。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生

活和工作方式。 交通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

交通管理、规划和运营更加高效和智能,从而降低

了交通成本。 此外,传统的产业链模式也正在被

打破,供应链、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的界限逐渐模

糊,数字化、自动化技术手段使得企业可以更加灵

活地组织生产和分销,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整

合。 这种技术驱动的变革引发了对“距离已死”现
象的讨论,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逐渐失去

了原有的意义,网络和通讯技术使得相距千里仍

然 可 以 进 行 沟 通、 合 作 和 交 易 ( Ｃａｉｒｎｃｒｏｓｓ,
２００２) [８]。 同时,信息技术推动了世界变得更加

“扁平化”。 数字化世界中,信息和知识可以快速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共享,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不

对称和资源不均等的格局,使得个体和组织在获

取和利用信息方面有更大的平等性(Ｌｅｎｄ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９]。 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上,
数字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使互联网接入设施的覆

盖面更加广泛,用户使用设施也变得更加便捷,这
些变化迅速缩小了互联网“接入鸿沟”的现象(邱
泽奇等,２０１６) [１０],极大地降低了“冰山运输”成

本,使得更多地区有机会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吸

引更多的资源流入。 然而,虽然数字技术降低了

交易和运输的成本,但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响应仍

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并没有

完全消失,有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资源分

布的不均衡,可能会导致中心城市的进一步集聚

(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８５) [１１]。 这表明数字技术为产

业空间布局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地理因素和资源分

布仍然是影响产业转移和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第二类研究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影响。 产业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增强经济效

率,产业结构转型不仅能够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
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还能够促

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浪费,从而有效提高整体

的生产效率和企业的竞争力;价值链提升使得企

业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大的市场份

额,进一步增强其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率(肖旭等,
２０１９) [１２]。 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产业结构转型和价值链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 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已经

广泛应用于各个产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
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也推动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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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强客户满意

度,从而有效提升经济效率 (陈晓东和杨晓霞,
２０２１;[１３]张艳萍等,２０２２[１４])。 通过引入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方法,企业能够实现生产流程的持续优

化,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产业的整体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数字要素具有低成本、
可复制的特性,通过数字化技术,企业可以实现规

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并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消

费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从而增强企业在市

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李海舰等,２０２１) [１８]。 综上

所述,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

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将继续深化其对产业发

展方向和路径的影响,为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与产业空间重构相关学

术研究中,较多集中于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产业

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影响研究。 然而,产业空间重

构的内涵包括多个方面,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布

局的影响与重构是全方位的,目前还鲜有学者对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进行全面而深

入的分析。 此外,产业空间重构大多是以工业企

业总体或制造业总体产值为研究对象,对其内部

细分行业没有更为细致的研究,数字经济对不同

行业产业空间重构的不同影响及效应有待进一步

探索。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全面

研究下,将进一步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二、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可以从吸引力和

分散力两个方面展开。 从吸引力方面来说,数字

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增加企

业利润,同时数字经济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

业关联程度提升对企业有所助力,将吸引企业的

迁入(戚聿东,２０２０) [１９];从分散力方面来说,数字

经济所带来的新型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空间距离这一产业集聚的关键动因,使
得企业对地理位置的要求进一步降低(谭洪波等,
２０２２) [２０],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带来了交易

成本下降,也就是“冰山运输”成本,当运输成本低

于拥挤成本,企业将降低对空间的依赖从而走向

分散。 综上所述,企业迁移的选择根据吸引力和

分散力作用的总和而确定,数字经济对企业区位

选择是一种综合效应,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总的

来说可能会吸引产业转入,也有可能使得产业转

出。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１: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来说会促进产业转移,

但转移的方向尚不确定。
在传统模式下,外围地区虽有廉价土地和劳

动力的禀赋优势,但受限于高昂的信息与沟通成

本,企业无法利用这些禀赋,只能集聚在中心城

市。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产业正处于

数字化和平台化的转型过程中。 数字经济通过降

低空间交易成本,使得被地理距离阻隔的边缘地

区资源禀赋(如廉价土地、劳动力)得以进入企业

的选址视野。 换言之,数字经济削弱了中心城市

的集聚租,增加了企业对要素成本的敏感度,从而

驱动产业为了寻求更优的资源禀赋组合而发生空

间转移。 数字平台(如工业互联网、Ｂ２Ｂ 电商)极
大地降低了搜寻成本、信息匹配成本和契约执行

成本。 当企业可以在几千公里外通过数字孪生监

控工厂,通过钉钉 / Ｚｏｏｍ 管理团队,通过算法匹配

物流时,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被迫下降,而土地、
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敏感性上升。 在此情况下,
拥挤成本成为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 对

于拥挤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租金等)高的区域,由
于集聚不经济的影响,企业往往会重新评估其地

理位置,此时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企业将生产和

运营活动向拥挤成本较低的区域转移;而对于拥挤

成本较低的区域,交易成本的降低将吸引企业迁入

从而增加利润,最终使得产业分布总体上更为均

衡,降低了产业集聚程度。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２:数字经济将重塑均衡的产业分布结构,降

低产业集聚的水平。
Ｈ３: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影响产业转

移和产业集聚程度。
(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

响,本文主要从企业迁移和产业演化两个视角来

探究其机制。 从企业迁移视角来看,企业选择迁

移往往是出于对劳动和土地成本的变化,以及地

方环境规范的回应,同时也可能由于技术创新或

竞争策略的主动考量做出迁移选择(朱华晟等,
２００９) [２１]。 决策的形成受到企业类型、所处产业、
地理特性和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受

到高成本因素的驱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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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符天蓝等,２０１８) [２２]。 根

据前文分析,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企业对地域位

置的依赖性有所减弱,这进一步推动了企业迁移

的趋势。 与此同时,由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

型企业受到劳动成本影响较小,并且数字经济的

技术进步有助于吸引这类企业的迁移,这样的产

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为传统产业聚集区的更新和升级提供了新的

发展契机。
从产业演化视角来说,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呈

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往往在

现有产业知识和资源基础上得以孕育和成长

(Ｂｕｅｎｓｔｏｒｆ ａｎｄ Ｋｌｅｐｐｅｒ, ２００９;[２３] Ｋｌｅ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Ｓｉ-
ｍｏｎｓ,２０００[２４])。 随着经济的不断演进,各种创新

组合和技术配置产生了新的产业模式,而这些新

产业模式反过来也推动了新的技术组合和创新,
从而导致新产业的诞生或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孟
斌斌等,２０２２) [２５]。 数字技术引领下的经济范式

变化不仅在替代性上优化了传统产业的格局,而

且通过其广泛的应用在其他经济领域中使得不同

产业之间进行融合与交互,进而孕育出新的业态。
一方面,如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互联网等数字化产业因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不
断发展并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数字经

济的普及也为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

持,促进了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转变和产业的结

构性调整。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水平通过企业迁移和产

业演化这两个产业空间重构的驱动机制影响了产

业结构,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及转型升级。 由此提

出研究假说:
Ｈ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与升级。
Ｈ５: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同,最
终结果可能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１.数字经济与产业转移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构建

以下基准回归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
ＩＲ 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 λ 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

ＩＲ 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Ｉ ｑｉｔ £ｔｈｒ( ) ＋
α２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Ｉ ｑｉｔ > ｔｈｒ( ) ＋ λ 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ＩＲ ｉｔ 为城市 ｉ 第 ｔ 年的产业转移指数,

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代表城市 ｉ 第 ｔ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ｔｈｒ 是门槛值; ｑｉｔ 为门槛变量,表示城市 ｉ 第 ｔ 年的

工业企业规模;Ｉ(·)是一个示性函数,当括号内

条件满足时取 １,否则取 ０; Ｘ ｉｔ 为控制变量。
式(１)旨在检验假说 １,若系数 α１ 显著为正

数,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转入,若 α１ 显

著为负数,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导致了产业转出。
式(２)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工业企业规模

的城市产业转移受数字经济影响的大小是否有所

不同,旨在探索数字经济是否存在吸引力和分散

力机制。
２.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

根据前文的假说 ２,数字经济将重塑均衡的产

业分布结构,降低产业集聚的水平,通过地级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采用基尼系数计算各省级行

政区内部的企业集聚程度,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

省域的企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设定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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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ｇｏ＿ｆｉｒ ｍ 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 ｊｔ ＋ λ Ｘ ｊｔ ＋ ｕ ｊ ＋ ｖｔ ＋ ε ｊｔ

(３)
其中, Ａｇｇｏ＿ｆｉｒ ｍ ｊｔ 是省份 ｊ 第 ｔ 年的企业集聚

程度, Ｘｊｔ 为一系列影响经济地理格局的控制变量。
３.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构建如下

面板回归模型,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驱动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ｉｎｄ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 λ 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４)

其中, ｉｎｄ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
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Ｘ ｉｔ 是一组影响产

业结构升级的控制变量。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数字 经 济 指 数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参 考 赵 涛 等

(２０２０) [２６]以及柏培文和张云(２０２１) [１]的研究,依
据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及城市层面的数据可获得

性,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衡量的数字经济综合发

展水平。
城市产业转移指数( ＩＲ)。 参考 Ｚｈａｏ 和 Ｙｉｎ

(２０１１) [２７](Ｐ.２９４４－２９５６)依据份额变动思想提出的产业

转移衡量方法,用转移前后的产业经济指标的相

对变化量代表产业转移的程度,过往文献多采用

的指标有产业增加值、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等

(张晶等, ２０２１;[２８] 胡安俊等, ２０１４;[２９] 韩军等,
２０２０;[３０]罗润东等,２０２３[３１] )。 这里采用城市 ｉ 第
ｔ 年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重变化来

衡量产业转移,若比重下降,则代表产业转出;若
比重上升, 则代表产业转入。 参考孙晓华等

(２０１８) [３２],将该指标除以地区经济规模在总体经

济规模中的占比,以减少地区生产状况变动对行

业份额的影响,将产业转移前的某一年作为基准

年份:

Ｉ Ｒ ｉ,ｔ ＝ Ｐ'ｉ,ｔ － Ｐ'ｉ,ｔ０ ＝
ｑｉ,ｔ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Ｑｉ,ｔ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ｑｉ,ｔ０

∑ ｎ

ｉ ＝ １
ｑｉ,ｔ０

Ｑｉ,ｔ０

∑ ｎ

ｉ ＝ １
Ｑｉ,ｔ０

(５)

其中, Ｉ Ｒ ｉ,ｔ 指 ｉ 地区 ｔ 年的某产业转移程度,
ｑｉ,ｔ 代表 ｉ 地区 ｔ 年工业企业数量,ｎ 为全国地区总

数, Ｑｉ,ｔ 表示 ｉ 地区 ｔ 年的经济规模,基期 ｔ０ 为

２０１０ 年,并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间的平均水平作为初

始值来减少因为年份随机性带来的偏差。 如果 Ｉ

Ｒ ｉ,ｔ > ０,表明 ｉ 地区 ｔ 年产相对于初期发生了产业

转入,若 Ｉ Ｒ ｉ,ｔ < ０,则意味着 ｉ 地区 ｔ 年相对于初期

发生了产业转出。
省级产业集聚程度(Ａｇｇｏ＿Ｆｒｉｍ)。 参考安同良

等(２０２０) [３３],采用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根据

基尼系数测算各省内部的企业集聚程度,公式为:

Ｇ ｉ ＝
１

２ ｎ２μ∑ ｊ∑ ｋ
ｓｉｊ － ｓｉｋ (６)

其中 ｓｉｊ 和 ｓｉｋ 是产业 ｉ 在地区 ｊ 和 ｋ 的占比, μ
是产业在各地区占比的平均数,ｎ 为区域的个数。
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０ 到 １ 之间,值越大表示

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越高。
产业结构升级( ｉｎｄ)。 包括两个指标:产业结

构高级化( ｉｎｄｈ)指产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

过程,这一过程遵守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有效

资源配置策略。 参考刘伟等(２００８) [３４] 的研究,将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综合产业层次和劳动生产

率,公式如下:

ｉｎｄｈ ＝ ∑
３

ｊ ＝ １
Ｙ ｊ( ) Ｙ ｊ Ｌ ｊ( ) ｊ ＝ １,２,３ (７)

其中,Ｙ 表示产值,Ｌ 表示就业, ｊ 表示产业。
为了解决量纲问题,采用 Ｚ－Ｓｃｏｒｅ 方法对 Ｙ ｊ Ｌ ｊ 进行

标准化处理,进一步地,参考韩先锋等(２０１９) [３５]

的方 法, 采 用 公 式 ｉｎｄｈ ＝ [ Ｚ ｉ(ｍａｘ( Ｚ ｉ) －
ｍｉｎ(Ｚ ｉ))]∗０.４ ＋ ０.６ 将其标准化至[０,１]区间。
ｉｎｄｈ 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越趋于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ｉｎｄｒ)为产业间的耦合质量,
不仅揭示产业间的协同效应,还表示资源利用的

高效性。 参考韩永辉等(２０１６) [３６] 的研究,基于产

业结构偏离度构建产业合理化指标:

ｉｎｄｒ ＝ ∑
３

ｊ ＝ １
Ｙｊ( ) Ｙｊ Ｌｊ( ) Ｙ / Ｌ( ) － １ ｊ ＝ １,２,３ (８)

其中,ｉｎｄｒ 为 ０,则表示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

态,ｉｎｄｒ 越大,即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城市面板中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采用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以衡量;外商

直接投资( ｆｄｉ),采用实际外资利用额在 ＧＤＰ 的占

比;财政支出水平 ( ｇｏｖ),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在

ＧＤＰ 的占比;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ｐｒｏａｄ),选择城

市年末实有道路面积除以年末城市人口总数;城
市人口规模(ｐｏｐ),用城市的平均人口数量的自然

对数;教育水平( ｅｄｕ),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重;高铁开通(ｈｉｇｈ),引入虚

５０１经济·管理



拟变量高铁开通,若城市 ｉ 在 ｔ 年存在高铁, ｈｉｇｈｉｔ

＝ １,否则 ｈｉｇｈｉｔ ＝ ０。
省份面板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规模( ｐ＿

ｐｏｐ);产业结构(ｐ＿ｓｔｒｕｃ),该指标采用第三产业增

加值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衡量;财政支出水平(ｐ＿
ｇｏｖ);交通基础设施(ｐ＿ｐｒｏａｄ)。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样本区间设定为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城市面板共涉及 ２４９ 个城市,省级

面板为除去直辖市及青海、西藏、新疆、海南的 ２３
个省份。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北大数

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专利授权数据

来源于企研数据库,高铁开通数据来自“铁路列车

时刻表”,省级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被解释
变量

ＩＲ 产业转移指数 ２２４１ ０.０１９ １.４０６ －２.０７２ ０.３５７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省级产业集聚程度 ２３ ０.３０５ ０.５１２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０

ｉｎｄｈ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２２４１ ０.６００ ０.９９２ ０.５９２ ０.０１８

ｉｎｄｒ 产业结构合理化 ２２４１ ４.７９６ ５６.１８３ ０.５９２ ８.２４８

核心解
释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数字经济指数 ２２４１ ０.１６０ ０.６６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７

控制
变量

ｐ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２２４１ １０.７２６ １３.１８５ ８.９９１ ０.６７２

ｆｄｉ 外商投资水平 ２２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ｇｏｖ 财政支出水平 ２２４１ ０.１８４ ０.４４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４

ｐｒｏａｄ 交通设施水平 ２２４１ １７.２４０ ３６.４７ ４.１３ ６.７６

ｐｏｐ 人口规模 ２２４１ ５.９５９ ７.２２１ ４.３０５ ０.６３２

ｅｄｕ 教育水平 ２２４１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６

ｈｉｇｈ 高铁开通 ２２４１ ０.４９８ １ ０ ０.５０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１.数字经济与产业转移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移的总体影响

与方向,基于模型(１)和模型(２)进行回归,列(１)
和列(２)为基准回归,列(３)和列(４)是考虑不同

工业企业规模下进行的门槛回归,表 ２ 报告了估

计结果。
表 ２　 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基准回归 门槛回归

产业转移指数 Ｉ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１
(ｑ≤ｔｈ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
(ｑ>ｔｈｒ)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１)

ｐｇｄｐ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

ｆｄｉ ２.６８１∗∗

(１.２４２)
２.２９５∗∗∗

(０.４４２)

ｇｏｖ ０.６９５∗∗∗

(０.２３７)
０.５７１∗∗∗

(０.１７１)

ｐｒｏａ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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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基准回归 门槛回归

产业转移指数 ＩＲ

ｈｉｇｈ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ｐｏｐ ０.６８９∗∗∗

(０.１６８)
０.７６８∗∗∗

(０.０７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４.６２９∗∗∗

(１.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１２９)
－５.２８３∗∗∗

(０.４４３)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１２ ０.１５３

注: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列(１)及列(２)中,数字经济指数(Ｄｉｇｉｔａｌ)的
系数显著小于 ０,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总体会降

低产业转移指数,即引起产业转出。 在加入了控

制变量的列(２)中,数字经济指数每增加 １ 个单

位,产业转移指数将减少 ０.０５１ 个单位。 列(３)和
列(４)展示了门槛回归的结果,经过门槛数量检

验,本模型选择单门槛回归。 从结果可以看出,不
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较小城市(工业企业规模较

低的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系数显著为正,而较大

城市(工业企业规模较高的城市)中,数字经济指

数系数显著小于 ０,表明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

使较小城市(工业企业规模较低的城市)产业转移

指数增加,即发生产业转入;使得较大城市(工业

企业规模较高的城市)产业转移指数下降,即产业

转出。 这可能是因为较大城市可能有更高的拥挤

成本,在数字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的推动下,
企业可能会迁入较小的城市,从而发生产业转出,
使得较小城市形成了产业转入。 这进一步说明了

数字经济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发挥了吸引力和分散

力的机制,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２.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

由前文假说 ２:数字经济将重塑均衡的产业分

布结构,降低产业集聚的水平,同时结合上文的实

证结果,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工业企业规模较低

的城市引起产业转入,工业企业规模较高的城市

引起产业转出,推断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引起

产业集聚水平的降低,塑造分散化的地理格局,因
此构建模型(３)加以验证,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省域层面数字经济对产业集聚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省份产业集聚程度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ｐ＿ｐｏｐ －０.３７０∗∗∗

(０.０８６)

ｐ＿ｇｏｖ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２)

ｐ＿ｓｔｒｕｃ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ｐ＿ｐｒｏａｄ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ｃｏｎｓ ０.２５５∗∗∗

(０.０２８)
３.４３４∗∗∗

(０.７４１)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０７ ２０７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０９ 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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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解释变量为利用地级市工业企业数量计算

得出的基尼系数,可以衡量省级行政区内部的企

业集聚程度,基尼系数越小,代表工业企业在各区

域的分布更均匀,基尼系数越大说明产业集聚的

程度越高。 根据表 ３ 列(１)和列(２),不管是否加

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指数(Ｄｉｇｉｔａｌ)系数均显著

小于 ０,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其系数在 １％的水平

下显著为负,说明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将降低省

级行政区内部的企业集聚程度,验证了前文的假

说。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姚常成等(２０２３) [３７] 的研

究结论一致。 虽然直觉上数字经济带来集聚,但
实证数据显示,在现阶段,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区际

交易摩擦,使得边缘地区获得了接入核心市场的

机会,从而赋予了产业“去中心化”的能力。 这种

“分散效应”恰恰是数字经济红利普惠性的体现,

也是本文对现有理论的重要补充。
３.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中,列
(１)和列(２)显示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的影响,可以看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

济(Ｄｉｇｉｔａｌ)系数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大于 ０,这
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显著的促

进作用。 列(３)和列(４)显示了数字经济对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系数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 ０,这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

构合理化同样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因此,列(１)
－(４)综合说明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前文的假说 ４。

表 ４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产业结构高级化 ｉｎｄｈ 产业结构合理化 ｉｎｄ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
－０.７７１∗∗

(０.３４９)
－０.７４２∗∗

(０.３４３)

ｐｇｄｐ －０.３８５∗∗∗

(０.０３８)
－０.７２５∗∗∗

(０.１３１)

ｆｄｉ ０.３５１
(０.４７１)

０.８９７
(１.６１８)

ｇｏｖ １.６４１∗∗∗

(０.１７７)
－１.０５５∗

(０.６０８)

ｐｒｏａ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ｅｄｕ １.３７２
(０.９８６)

２.３５３
(３.３８９)

ｐｏｐ －０.３２７∗∗∗

(０.０７６)
－０.５７４∗∗

(０.２６２)

＿ｃｏｎｓ ０.７７２∗∗∗

(０.０１６)
６.４５９∗∗∗

(０.６６３)
２.２６０∗∗∗

(０.４５４)
７５.２００∗∗∗

(２９.２７６)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调整后 Ｒ２ ０.６０２ ０.６７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３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研究中数字经济和产业空间重构之间可能

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如发生产业转入的地区,其
数字经济技术可能同样较为发达,产业集聚程度

高或产业结构较优的地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

展。 可通过工具变量法来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

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
根据黄群慧等(２０１９) [３８] 和赵涛等(２０２０) [２６]

的研究,采用各城市 １９８４ 年每万人邮局数量和每

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分别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

量,同时考虑到本文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用上一

年的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量与 １９８４ 年的城市或省

级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及每万人邮局数量的交互

项分别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 １ 和工具变量 ２。
表 ５ 的列(１) －列(８)为工具变量法的结果,

依次对前述三个基准回归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

估计,并进行相关检验。 根据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和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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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别不足和弱识别问题。 其中列(３)和列(４)
为省级面板模型,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其余模型控

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各

模型结果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且符号与

前文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前文结论在处

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
表 ５　 内生性处理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Ｒ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ｉｎｄｈ ｉｎｄｒ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１ ｉｖ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０２∗∗∗

(０.０５６)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１)
０.９７０∗∗∗

(０.２１９)
０.４２７∗∗∗

(０.０９３)
－１.１０１∗∗

(０.５１２)
－０.８３８∗∗

(０.３７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省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ｉｖ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９)

ｉｖ２ ０.２８６∗∗∗

(０.０９３)
０.７２６∗∗∗

(０.０９８)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２)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识别不足
检验值

７０.５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１
<０.０００４>

５４.７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５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９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７２
<０.００００>

弱工具变量
检验值

１８８.３２１
[１６.３８]

２８.１６０
[１６.３８]

３５.０１４
[１６.３８]

２３.７１７
[１６.３８]

５６.３５５
[１６.３８]

４２.５８２
[１６.３８]

５６.５７１
[１６.３８]

４２.４４２
[１６.３８]

样本量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２０７ ２０７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６ ０.０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４６７ ０.２８７ ０.３２６ ０.１８７

注: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来进行识别不足的检验,其中尖括号内的数值代表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对弱工具变量进行检验,方括号中的数值是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检验临界值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的值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

前文参考孙晓华等(２０１８) [３２] 的做法,在测度

产业转移指数时将城市工业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

重除以地区 ＧＤＰ 占全国 ＧＤＰ 的比重,以减少地区

生产变化对行业份额的干扰,这里将采用原有指

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也就是采用城市 ｉ 第 ｔ 年工业

企业数量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重变化来测度产业

转移指数( Ｉ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此外,过往文献采用产业

经济指标的相对变化量衡量产业转移时,还会采

用产业增加值、从业人员数等指标,受限于地级市

产值数据的缺失,本文考虑地区制造业从业人员

份额( ＩＲ＿ｅｍｐ)及其和地区单位从业人员数占全国

的比重的比值变动( ＩＲ＿ｅｍｐａｄｊ)(用于消除地区整

体就业变化造成的干扰)来衡量制造业转移进一

步验证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从结果表 ６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前文结果一致,说明了上文结

果的稳健性。

表 ６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Ｒ Ｉ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Ｒ＿ｅｍｐ ＩＲ＿ｅｍｐａｄｊ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６)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８５∗∗∗

(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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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Ｒ Ｉ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Ｒ＿ｅｍｐ ＩＲ＿ｅｍｐａｄｊ

＿ｃｏｎｓ －４.６２９∗∗∗

(１.０２１)
－６.２７５∗∗∗

(１.５３２)
－５.０６６∗∗∗

(２.７１９)
－２.１２５
(１.６３９)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１

　 　 ２.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采用熵值法

进行测算,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的不同度量方

法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

行测算,同时借鉴戴魁早等(２０２３) [１７] 的研究,选
用腾讯研究院计算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作

为替代变量,“互联网＋”指数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统计,

这里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 表 ７ 的列(１)－
列(８)分别为采用了新的数字经济衡量方法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的系数仍然显著,且符号与前文结果一致,说明

在采用了其他数字经济衡量方法的情况下,结果

依然具有稳健性。

表 ７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Ｒ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ｉｎｄｈ ｉｎｄｒ

替换核心
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１.３６５∗∗

(０.６５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８８２∗∗

(０.４４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ｃｏｎｓ －４.５９１∗∗∗

(１.０９５)
－４.８４４∗∗∗

(１.０３１)
３.９５１∗∗∗

(０.８０４)
４.３２４∗∗∗

(１.１２９)
６.００４∗∗∗

(１.３２１)
９.８１６∗∗∗

(１.３７５)
７６.０３６∗∗

(２９.９３５)
２２.６０６∗∗∗

(４.４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省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１２４５ ２０７ １１５ ２２４１ １２４５ ２２４１ １２４５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４ ０.６７９ ０.５１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７

　 　 ３.更改样本范围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

疏解要求,根据政策,部分制造业企业迁出北京,
从而对产业空间重构产生干扰,为了验证分析结

果的稳健性,对京津冀范围内的样本做剔除处理,
结果如表 ８ 的列(１)－列(４)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回归模型的核心解释

变量系数均显著,符号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此外,可以看到列(１)中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
０.０５０,比表 ２ 基准回归的－０.０５６ 绝对值有所降

低,说明样本删减后的结果降低了数字经济促进

当地产业转出的程度,这与北京制造业企业外迁

的事实相互映证,也即说明排除了该影响,进一步

说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列(２)和列(３)的结

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列(２)是由于省级产业集

聚指标由地级市工业企业数量通过基尼系数计算

而来,不包括直辖市的数据,因此仅进一步去除了

河北省的数据,最终对结果影响不大。 列(３)说明

了排除京津冀样本对于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影响不大,列(４)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
０.６７８,比表 ４ 基准回归的系数－０.７４２ 绝对值有所

降低,说明去除京津冀样本后数字经济对于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由于北京制造

业企业外迁本身是恢复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路径之

一,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大,这一事实与

回归结果相互印证,而排除了该影响后的结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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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显著为负,即说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８　 剔除京津冀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Ｒ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ｉｎｄｈ ｉｎｄ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３)
－０.６７８∗∗

(０.３４５)

＿ｃｏｎｓ －５.０９６∗∗∗

(１.０８２)
３.３８１∗∗∗

(０.７５４)
７.１０７∗∗∗

(１.４１７)
７７.２７６∗∗

(３１.６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省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２４ １９８ ２１２４ ２１２４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１ ０.６７２ ０.０５３

　 　 (四)异质性分析

１.数字经济不同方面发展的影响差异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不同维度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数字创新四个维度指标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

行估计,结果如表 ９ 及表 １０ 所示。 表 ９ 的列(１)－
列(４)为数字经济各维度对产业转移指数的估计

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三个维度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

负,说明数字经济这三个维度的发展促进了产业

转出,而数字创新维度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数字创新的提高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小,可
能是数字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还有待提高,短期

内对交易成本等的影响不大,因此对企业的区位

选择的影响较小。 列(５) －列(８)为数字经济各维

度对省级产业集聚程度的估计结果,同样也是数

字创新维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同样可能

是因为数字创新的成果目前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影

响不大,进而产业集聚的水平受影响程度不显著。

表 ９　 数字经济分维度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Ｒ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数字基础设施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

数字产业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

产业数字化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７)

数字创新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ｃｏｎｓ －４.４１１∗∗∗

(０.５１６)
－４.６９４∗∗∗

(０.６０４)
－４.７３７∗∗∗

(０.６１０)
－４.４２５∗∗∗

(０.５１５)
３.３９０∗∗∗

(０.７４２)
３.７３８∗∗∗

(１.３３１)
３.７２５∗∗∗

(０.７７５)
３.４２３∗∗∗

(０.７７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省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４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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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０ 显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估计结果。 列(１) －列(４)为数字经济

发展各维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列(５)
－列(８)为数字经济各维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数
字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显著为正,促进

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显

著为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产业数字化对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均

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接受

程度和普及率不足,可能限制了数字化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正面影响,因此总体影响不显著。
表 １０　 数字经济分维度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ｄｈ ｉｎｄｒ

数字基础设施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７４１∗∗

(０.３１０)

数字产业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２８３∗∗

(０.１４２)

产业数字化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９)
０.３２４

(２.２４１)

数字创新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１)
－０.３２１∗∗∗

(０.１５６)

＿ｃｏｎｓ ６.２７２∗∗∗

(０.９０１)
６.４０７∗∗∗

(０.９０９)
６.１８９∗∗∗

(０.８８９)
６.７７２∗∗∗

(０.９４９)
８０.８６∗∗∗

(２２.７０)
７８.１０∗∗∗

(２２.６３)
７９.９４∗∗∗

(２３.９３)
７５.１５∗∗∗

(２３.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２.城市级别异质性分析

通过引入虚拟变量与数字经济交互项的方

式,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是

否存在地区差异。 构建两个虚拟变量,一是中心

城市(Ｃｅｎｔｒａｌ)虚拟变量,对所有中心城市取 １,外
围城市取 ０,其中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和副省级城

市;二是省会城市(Ｃａｐｉｔａｌ)虚拟变量,对所有省会

城市取 １,外围城市取 ０。 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列
(１)和列(２)为引入两个虚拟变量交互项后数字

经济对产业转移影响的估计结果,交互项均显著

为负,说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

进产业转出的影响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中心

城市和省会城市有更高的拥挤成本,企业更容易

向外围转移。 列(３)和列(４)为引入两个虚拟变

量交互项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估

计结果,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在中心

城市和省会城市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更为

突出,列(５)和列(６)为引入两个虚拟变量交互项

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到交互项均显著为负,数字经济指数(Ｄｉｇ-
ｉｔａｌ)的系数为负但显著性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对

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来说,数字经济对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作用较为集中,受拥挤成本的影响更

为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迁出将促进产业结构

合理化,而对于外围城市来说,它们受到的影响被

分散,从而降低了数字经济指数(Ｄｉｇｉｔａｌ)的系数。
表 １１　 城市级别异质性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Ｒ ｉｎｄｈ ｉｎｄｒ

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 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 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５５３∗

(０.３２１)
－０.４２２
(０.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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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Ｒ ｉｎｄｈ ｉｎｄｒ

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 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 中心城市 省会城市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ｅｎｔｒａｌ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５５２∗∗

(０.２８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７２０∗∗

(０.３０８)

＿ｃｏｎｓ －４.９００∗∗∗

(０.６１４)
－４.８２６∗∗∗

(０.４４４)
６.８１８∗∗∗

(０.９１２)
７.４１９∗∗∗

(０.９２１)
７９.０６０∗∗∗

(２２.３７８)
７５.５１６∗∗∗

(２２.７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９６ ０.２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五、影响机制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影响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影

响可以从吸引力和分散力两个方面展开。 从数字

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来看,对于拥挤成本较低的区

域表现为吸引力,交易成本的降低将吸引企业迁

入从而增加利润,从而形成产业转入;而对于拥挤

成本高的区域来说表现为分散力,由于集聚不经

济的影响,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促使企业向拥挤成

本较低的区域转移,从而形成产业转出,最终使得

产业分布总体上更为均衡,进而降低了产业集聚

程度。 因此,数字经济通过交易成本对产业转移

的影响有拥挤成本上的异质性,使得产业分布更

加均衡,最终降低产业集聚程度。
本文将构建三个模型以验证假设 ３ 中交易成

本的作用渠道,模型(９)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对交易

成本影响,模型(１０)为门槛变量为要素成本(劳动

力成本和住房成本)的门槛回归模型,以验证交易

成本在数字经济和产业转移间的作用,模型(１１)以
验证交易成本在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间的作用。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 λ Ｘ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９)
ＩＲ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 α２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ｉｔ∗Ｉ ｃｏｓｔｉｔ £ｔｈｒ( )

＋ α３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ｉｔ∗Ｉ ｃｏｓｔｉｔ > ｔｈｒ( ) ＋ λ Ｘ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０)
Ａｇｇｏ＿ｆｉｒ ｍ 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 ｊｔ ＋ α２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 ｊｔ

＋ λ Ｘ ｊｔ ＋ ｕ ｊ ＋ ｖｔ ＋ εｉｔ (１１)
其中, Ｔｒａｎｃｏｓｔｉｔ 代表交易成本; ｃｏｓｔｉｔ 为以劳

动力成本和住房成本为代表的拥挤成本,劳动力

成本由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元 /年)来衡量,住房

成本采用地区房地产成交额除以成交面积测算,
租金和房价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因此采用住房成

本来衡量拥挤成本存在一定合理性; ｔｈｒ 为门槛

值,式(１０)中,交易成本对拥挤成本不同的区域应

有异质性影响,因此若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拥

挤成本较高区域产业转出,和拥挤成本较低区域

产业转入,即 α２ 系数为负, α３ 系数显著为正即证

明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由此,交易成本的降低引起

的产业转移带来了更加均衡的产业分布结构,式
(１１)中 α２ 若显著为正则说明交易成本的下降使

得产业集聚程度降低。
鉴于宏观层面的交易成本难以直接观测,本

文参考盛斌和毛其淋(２０１１) [３９] 以及施炳展和李

建桐(２０２０) [４０]的研究,采用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市

场一体化指数作为交易成本的反向代理变量。 根

据冰山成本理论,市场价格的收敛程度直接反映

了商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摩擦阻力,即交易成

本的大小。 市场一体化指数越高,意味着信息不

对称和制度性壁垒越低,即广义交易成本越低,因
此预期的系数方向与之前的预测相反。 由于缺乏

地级市层面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本研究采

用城市 ｉ 对应的省份市场一体化指数来间接反映

该地级市的交易成本(姚常成等,２０２３) [３７]。
数字经济对交易成本的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１２

中,由于交易成本较低的区域可能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越快,因此为了克服由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

计结果偏差,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验证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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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 列(１)和列(２)为数字经济对市场一体

化指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不论是否采用工具

变量法,数字经济均有利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增

加,促进市场化进程,从侧面说明数字经济具有显

著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作用。

表 １２　 数字经济对交易成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双固定效应模型 工具变量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６９∗∗

(０.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ｃｏｎｓ ０.３４２∗∗∗

(０.０５１)
０.２７６∗∗∗

(０.０９６)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调整后 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２

　 　 表 １３ 列(１) －列(２)展示了交易成本对产业

转移的回归结果,列(３)展示了交易成本对产业集

聚的回归结果。 列(１)和列(２)采用市场一体化

指数衡量交易成本,可以看到数字经济(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门槛变量为拥挤成本,列
(１)采用住房成本衡量拥挤成本,列(２)采用劳动

力成本衡量拥挤成本(ｃｏｓｔ),经检测均采用双门槛

模型,可以看到在拥挤成本不同区域,交易成本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的系数相反,说明在拥挤成本较高的区

域,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得产业转出,而拥挤成本

较低的区域,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促进产业转入,证
实了前文交易成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具有拥挤成

本上的异质性。
列(３)为交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回归结果,数

字经济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交易成本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

增加将带来产业集聚程度的下降。 结合表 １２ 和

表 １３,说明了交易成本在数字经济和产业转移及

产业集聚之间发挥了作用渠道的作用,假设 ３ 得

以验证。
表 １３　 交易成本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ＩＲ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拥挤成本 ｃｏｓｔ 住房成本 劳动力成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５８７∗∗∗

(０.２９４)
－０.５６１∗∗∗

(０.１９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

(ｃｏｓｔ≤ｔｈｒ)
１.７１２∗∗∗

(０.１８５)
２.３３２∗∗∗

(０.２４１)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

( ｔｈｒ１<ｃｏｓｔ≤ｔｈｒ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１１)
０.４３２

(０.２１４)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

(ｃｏｓｔ>ｔｈｒ２)
－２.６２８∗∗∗

(０.２５７)
－１.７７６∗∗∗

(０.２００)

Ｔｒａｎｓｃｏｓ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３)

＿ｃｏｎｓ １.５３４∗∗∗

(０.０７９)
０.３３６∗∗∗

(０.０３８)
２.６２０∗∗∗

(０.７９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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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ＩＲ Ａｇｇｏ＿ｆｉｒｍ

样本量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２０７

调整后 Ｒ２ ０.２３０ ０.１３７ ０.１１１

　 　 (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节试图从企业迁移视角

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从企

业迁移视角来看,企业选择迁移往往是出于对劳

动和土地成本的变化,以及地方环境规范的回应,
同时也可能由于技术创新或竞争策略的主动考量

做出迁移选择(符天蓝等,２０１８) [２２]。 为了证明数

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可用

数字经济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和高技术产业转移指数进行回归,观察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 由于地级市层面缺乏行业数据,选取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除西藏外 ３０ 个省份制造业产值数

据,参考张国胜等(２０１４) [４１]、刘明等(２０２０) [４２] 的

分类方法,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国家标准(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进行了分类,
中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参考«高技术产业(制造

业)分类(２０１７)»选取涵盖高技术产业的分类定义

为中高技术产业。
根据前文的产业转移指数公式,采用产业产

值作为经济指标进行计算,分别得到劳动密集型

产业转移指数( ＩＲ＿ｌａｂｏｒ)、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指

数( ＩＲ＿ｃａｐｉｔａ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指数( ＩＲ＿
ｔｅｃｈ)和中高技术产业转移指数( ＩＲ＿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在

省级面板下,用数字经济分别对这四个产业转移

指数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ＩＲ 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ｉｔａ ｌｉｔ ＋ λ Ｘ ｉｔ ＋ ｕ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２)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４ 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指数不显著,但数字经济对

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中高技术产业转移指数

的影响均正向显著,说明了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

指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劳动密

集型产业转移指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当一部分

企业因为拥挤成本迁出时由于数字经济带来的吸

引力仍然会选择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
因此数字经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指数总体呈

现不显著的结果。 但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中高技术产业受拥挤成本限制较小,或新兴技术

的发展对这些产业有更高的效用,因此数字经济

的发展将带来这些产业的转入和发展壮大,证实

了前文的分析。

表 １４　 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的行业异质性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Ｒ＿ｌａｂｏｒ ＩＲ＿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Ｒ＿ｔｅｃｈ ＩＲ＿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３６
(０.３３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０)

＿ｃｏｎｓ －４.３９８∗

(２.４５９)
－４.８９６∗∗∗

(２.３０８)
０.４２０∗∗∗

(０.０７４)
０.５１８∗∗∗

(０.１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７０

调整后 Ｒ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４

　 　 有文献研究表明,产业转移能够优化地区资

源的分配效率,并促进接收地的技术进步(杨亚平

等,２０１３) [４３],此外,这种转移可以减少转出和接

收地的能源消耗,并降低了污染水平(李小平等,

２０１０) [４４],进而推动两地的经济增长。 而本文的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资本密集型、技术

密集型和中高技术产业的转入,有利于促进当地

的技术进步,增加产业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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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带来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

要素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数
字经济新兴技术改变了企业对于地理区位的要

求,促进了区域内产业流动,均衡产业布局,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例如在拥挤成本较高的大城市,数
字经济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进一步促进如劳动密

集型企业的转出,而这些产业对于较不发达地区

可能属于优质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

假设 ５。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产业空间重构的内涵,本文对数字经济

促进产业空间重构的影响结果和影响机制进行了

分析与实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经济对产

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影响为,数字经济发展总的来

说引起当地产业转出,降低了产业集聚程度,提升

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这一

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第

二,数字经济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明: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空间重

构的影响作用不同;城市级别异质性方面,数字经

济发展在城市级别较高的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

市、省会城市)进一步促进了产业转出和产业结构

升级。 第三,交易成本是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移

和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渠道,数字经济通过降低

交易成本在拥挤成本较低的区域发挥了吸引力机

制引起产业转入,在拥挤成本较高的区域发挥了

分散力机制引起产业转出,最终降低了省域的产

业集聚水平。 第四,数字经济对产业转移指数的

行业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能通过促进了

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中高技术产业的转入,
增加产业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带来

产业结构升级。
综合研究结论,其政策启示如下:第一,数字

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尤其是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 基于

此,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政府采取更加积极

的政策措施,引导经济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合理集

聚。 第二,不同区域应利用自身优势发展适宜的

产业。 以东北地区为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成为

推进东北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此举逆转“南升北

降”的产业分布格局,当地政府应利用数字经济推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缩小南北区域发展差

距。 第三,应该持续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强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紧密结合,努力构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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